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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点

社会建设：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周晓虹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 ］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其急速社
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
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讨
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
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必然会成为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
一方面，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世界曾经
遇到的问题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因此，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
会科学叙事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也并
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准则，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
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

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之中。由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中国社会
科学家的历史职责就是通过这个空间中的相互磨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
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
题；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
手段，就有可能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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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
单纯的时间标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
最为流行的主题语或话语解释框架也悄然间发生

了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以社会建
设为重心”。① 近十年来，“社会建设”已然成为整个
社会的关注热点，甚至成为王思斌所说的当代中国
的“国家景观”②。鉴于西方或欧美社会近代以来

一直走在全球现代化的前列，并且作为其急速的社
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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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资料，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
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
方理论自然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和借鉴

的重要来源。再进一步，人们也意识到，因为经济
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
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的社会建设现实

之中。由于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磨合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之中如何使西方理论
与中国经验相互磨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建设理论，自然成为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中国
社会科学家们的历史职责。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脉络

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自古代希腊以降，人
们就在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论的感召下，描绘过各
式各样的理想社会，并留下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不朽著作，但这种有关美
好社会的理论及其建设方略大多流于空想和议论；
只是在近代以来，具体说是在现代社会学诞生以
来，才成为一种相对完善的并力图付诸实践的系统
努力。
众所周知，诞生于１９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

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
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物。① 社会学乃至整
个社会科学所以会出现在１９世纪的西方，是因为
此前几百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

织模式，导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
来最为剧烈的转型，而“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
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②。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诞生不过是西方知识
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崩溃

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而已。将社会秩序
或整个社会的重建视为自己的学科目标，决定了社
会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

内在联系，而社会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
是社会建设理论。③

社会学的诞生背景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

型，这一转型的基础及其导致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力
量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就其基础而言，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本身就
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其间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

义运动，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才使
得“社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统一体为人们所想
象”。④ 这也是自那以后，有关社会的分析常常与国
家或民族国家相对应来讨论，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再建构近年来更是成为一种社会治理叙事的原因所

在。⑤

导致社会学产生的背后的社会力量，事实上也
是导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揖别或断裂的那些

变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
的兴起、城市化、宗教改革和科学的成长⑥，以及人
数虽然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阅听人的出

现⑦，等等。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１８—１９世纪
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⑧，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
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推翻封
建制度和神权政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登场开辟道路
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整个近代社会变革的象征。
但从直接的浅表层面上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则是
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

的消极回应，它孕育并造就了社会学中的保守主义
传统。工业革命也是一样：一方面，作为西方世界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

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它造就了现代分
工体系和科层制度，确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
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也是这次大推进，在摧毁
城市封建行会和农村庄园经济的同时，造成了小手
工业者和农民的大批破产，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
者；而随之而来的都市化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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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带来了拥挤、贫困、污染、噪
声和犯罪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正是这
两次大变迁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使得
人们对秩序的寻求，进而对建立一门致力于恢复秩
序、重建社会的社会科学的需求凸显出来，而社会
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为“社会学之父”，孔德是第一个提出恢复秩

序和重建社会的社会学家。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
的启蒙主义和伯纳尔、梅斯特尔等人的传统主义正
反两方面的影响，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体现了对进步
和秩序的双重追求。就启蒙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
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理智和
进步，相信人性具有可完善性的特点，同时也相信凭
借科学的作用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并

作出相应的预见。而就传统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
与那些贵族思想家一样，对推翻了教权和王权、推翻
了既存秩序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惧与不满，他感
受到当时的社会确实受到了政治、社会、道德乃至学
术方面的混乱状态的威胁。如此，传统主义者鼓吹
的社会秩序也成了他最为关注的主题。他公开申
明：“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
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
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①

在孔德之后，尽管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
理论各异、所做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人类
尤其是欧洲文明在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初所遭
遇的社会危机做出的回应。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
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利己主义者。即便是
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

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
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
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
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

明危机———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
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
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
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
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
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

合而被整合”②。与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
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
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比如，在韦伯眼中，人类社

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
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
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社会学的大本营也移师美

国，有关社会建设的理论探讨不但进一步学科化、
具体化，而且在先前的经典社会学基础上形成了社
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
批判范式等不同范式。③ 这些范式的分野，涉及社
会学家们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基

本看法，以及研究人性或社会秩序时所应采用的基
本策略或研究路径。事实上，这些理论范式不但是
社会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解释模式，也是他们
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社会事实范式包括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

论两种最为流行的理论流派，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
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看重
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看重社会事实
间的冲突和无序。迪尔凯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奠基
人，在其之后，帕森斯继承了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希
望“通过社会化使规范、价值、信仰即文化系统成为
行动者的自觉，从而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④。同结
构功能主义相比，社会冲突论虽然在马克思、齐美尔
和韦伯那里已经获得了全部理论意蕴，但它在社会
学中的地位主要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获得的。社
会冲突论对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看到了冲突
包括阶级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一
理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则在于，它揭示了冲突在社
会生活中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促进社会整合的
纽带。其实，因为“秩序”与“冲突”常常是现代社会
学中一对最为常见的术语，这两种理论在诸多社会
学主题上都多有交集。以社会分层（中产阶级理论
不过是其中的一隅，尽管是现代社会最有吸引力的
一隅）和社会流动研究为例，无论是结构功能理论还
是冲突论，都看到了分层的整合功能，只不过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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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整合，而冲突的分层也许仅
有利于利益群体的整合；再进一步，一个社会的开放
性和流动性则因为能够修改分层的边界而为达到总

体的整合与和谐提供了可能。①

除了社会事实范式以外，其他几大理论范式同
样在解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理想
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例如，社会行为范式的代
表人物心理学家斯金纳和社会学家霍曼斯，因为相
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他们都曾尝试通过对人性的
控制和改造建设理想社会。② 在当代，类似的思考
延续下来。例如，在有关社会信任的研究中，无论
是布尔迪厄和科尔曼，还是帕特南和福山，他们的
贡献都不仅在于意识到了信任或社会信任是社会

秩序的前提，是社会整合的心理力量，而且在于指
出了一如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信任或社会信任同样
是可以培育或建构的。③ 又如，在齐美尔和韦伯思
想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释义范式认为，社会现实并不
是独立于个体而存在的，而人的社会行为也不是简
单地由社会现实派生出来的。相反，社会现实的意
义存在于行动者的主观解释之中，因为正是通过作
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间的社会互动，通过与他人的
有目的的交往，才会不断发生、形成和改变着人们
之间的社会联系。再如，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形
成的社会批判范式，经过曼海姆、卢卡奇和葛兰西
之手，将这种批判的锋芒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主
要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为后来法兰克福
学派的出现做了学理方面的铺垫。而作为法兰克
福学派的巨擘，哈贝马斯也意识到，不论现代西方
社会已进入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还是贝尔的
“后工业社会”，或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社会”，由于
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

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
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
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④

其实，在上述有关社会建设的纯理论社会学探
讨之外，从现代社会学诞生甚至更早的时间起，直
接面对社会重建之难题的经验研究也从未停止过。
无以数计的政府官员、慈善人士、医生、律师、教师、
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独立从事研究的社会科学
家，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职业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者，“都在探讨如何建构和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都依
赖通过经验知识获得解决之道”⑤。这些努力影响

到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制定：继

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８９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分别制定《疾病
产孕救济法》和《老年、残疾和死亡救济法》之后，西
方国家都开始陆续推进与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家
庭援助、贫困救济、就业保障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

在英国１９４８年宣布成为福利国家之后，挪威、瑞
典、芬兰和丹麦等北欧诸国更是在此方向上后来居
上而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稳定
的社会秩序、公正的再分配机制以及具有强烈的参
与理念的公民社会，成为全球样板。⑥ 与此同时，

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相关
的理论研究也在社会学、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
铺陈开来。

从孔德开始，近二百年来有关社会秩序重建
的观点在社会学中一直未成为绝响，而这林林总
总的有关社会建设理论的探索表现出的一个总的

趋势，用成伯清的话说，即是“从乌托邦走向好社
会”。沉溺于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的总体性想
象，这一乌托邦倾向形成于经典社会学时期，在帕
森斯的无所不包的体系中达到高峰。自那以后，

受卡尔·波兰尼和哈耶克正反两方面的影响⑦，

罗伯特·贝拉和加尔布雷思提出了诸种“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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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怡：《寻求整合的分化：权力关系的独特作用》，载《社会学研
究》，２００６（５）。

例如，为了达成理想社会的建设，斯金纳就不仅撰写了《超越自
由与尊严》，而且出版了带有鲜明的社会重建性质的小说《沃登
第二》（Ｗａｌｄｅｎ　ｔｗｏ，１９４８）。
薛天山、翟学伟：《西方人际信任研究的路径与困境》，载《南京
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２）。

高和荣：《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学探索》，载《学习与探
索》，２００４（４）。

Ｎ．Ｔｉｍａｓｈｅｆｆ　＆Ｇ．Ｔｈｅｏｄｏｒｓ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Ｉｔｓ　Ｎ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ｐ．８７，１９７６．
林卡：《北欧国家福利改革：政策实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的制
约》，载《欧洲研究》，２００８（３）。其实，不仅北欧各国的人均

ＧＤＰ水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这些国家在人文发展指数、

民主化程度、创新和竞争力、环境宜居等方面也名列前茅。比
如，在世界幸福指数数据库的资料研究中，丹麦、芬兰和瑞典就
分别位列第１、第５和第７位（Ｒ．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Ｔｏｐ１０　Ｈａｐｐｉｅ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０，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ｊｅｓｕｓ．ｃｏｍ／ｈｏｗ－
ｔｏ－ｇｅｔ－ｒｉｃｈ／ｔｏｐ－１０－ｈａｐｐｉｅ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ｏｖ．）。

１９４４年，在波兰尼出版《大转折》的同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
奴役之路》，都欲图对乌托邦倾向进行批判和清算。不过，相
映成趣的是：在波兰尼眼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乌托邦；而在哈
耶克那里，乌托邦恰是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



的设想，提倡根据经验而不是信仰来憧憬未来，并
且意识到“社会不是一个浑然总体，可以找到一个
支点从根本上给予撬动，并开展出一个统一的替
代性秩序”①。虽然“好社会”的到来仍然待以时
日，但却使得全球化时代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变
得更加切实可行。

二、普适性与特殊性：西方理论的应用限度

在中国的语境中，尤其是在致力于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讨论西方社
会建设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更不
能将理论背后的应用价值及意识形态轻易地悬置

起来。简单说来，在从纵向的历史沿革和横向的
现实探索两个维度认真梳理和比较西方社会建设

理论之后，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源自西方的社会
建设理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普适的，何种程度
上又是特殊的？同时，更有意义的是，在一个与西
方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
又完全相左的特定国家，上述形形色色的理论在
中国的社会建设中应该面临怎样的应用限度？

首先来看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

问题。从宏观上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全部社会科
学都是１８—１９世纪欧美社会转型或所谓“现代性”
的产物，因为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推
动的工业文明的进步和旧秩序的解体，为人类了解
自身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
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
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
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②如果有机会考察
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
学科历史，都能够清晰地看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
及其后的每一点进步，无一不与社会与经济结构的
变动以及人类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而后
者背后的动力就是两次大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或曰

现代性的降临。
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
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
单线进化论基础之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

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ｉｄｅａ　ｔｙｐｅ）。如此，在经
典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
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例如，曼恩的“身份

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
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滕
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
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韦伯的“宗
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其实，在
现代社会信任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帕森斯的“普遍主
义—特殊主义”，也是一对二元模式变项，并且它与
“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具有密切的内在关
联。③ 在这里，“普遍主义”对应“传统”，“特殊主义”

则对应“现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
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
岸向“现代”或更为“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

除了“传统—现代”这对理想类型以外，另一对
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叙事语境中广为应用的概念是

“国家—社会”（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如何处理国家与社
会以及市场的关系，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看来是社会
建设的制度层面的核心。显然，西方社会建设理论
中对“国家—社会”的探讨是有长久的理论基础的，

不仅“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
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以及西方现行的社会
形态也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研究者常常认
为，一个具有活力的、理想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这样
一些特点：（１）以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以及社会流动
和分化为基础；（２）其内在联系不是传统的血缘关系
或其他指令性关系，而是契约关系；（３）遵循法制原
则；（４）高度自治；（５）存在公共领域；（６）内部正常的
民主发展。④ 显然，这样的社会形态及其具体特点，

都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自近代以来的发展的产

物，也必然打上了西方历史和文明的烙印。
那么，这种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基础上

的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究竟是否具
备某种普适性呢？对此，我想回答是肯定的。这种
普适性的基础在于：（１）无论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
人类社会成员，还是作为处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
结构中的人，西方人或由西方人组成的西方社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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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成伯清：《从乌托邦到好社会———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念的
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７页，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美］约翰逊：《社会学理论》，第５１５页。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见张静主
编：《国家与社会》，第２７８－２７９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社会的人类群体之间，
除了可以肯定的差异以外，一定也具有相当大的一
致性或普遍性；这些一致性或普遍性的地方，是人
类社会共同的期望和追求，是所谓“人性”的基调。①

（２）自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开始了农耕社会向工
业社会的转型。伴随着这种转型，国家的统治与治
理方式、市场的作用与市民社会的组织方式也发生
了相当大的变化。虽然落后二百年左右的时间，虽
然现代化的动因和历程与西方不尽相同，但近代中
国自１８４０年后在“西方的冲击”（或侵略）下被迫转
型的历史，从总的方向上看与西方世界的转型并没
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或者说
从农耕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只是中国至今还尚未完
成这一转型而已。② （３）在漫长的现代化转型过程
中，早期西方社会曾广泛出现的那些矛盾和问
题———人口膨胀、贫困失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
越轨与犯罪、环境污染、社会失序以及不同的利益
群体或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这些我们曾经以
为独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
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先后出现在中国
的社会生活中。而且，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和现代
文明素质不高、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人均资源有限、
政府管理能力相对欠缺和执政理念陈旧，上述许多
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历史上的最恶劣时期。这一方面说明，在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
它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世界曾经遇到的问题在性

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另一方面
也说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在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建设理论以及具体的应对

和解决方式，对中国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推
进社会建设是具有借鉴意义和普适价值的。
承认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

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它就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公理或准则。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及其所依赖
的一般社会科学叙事，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
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即它只是随着从西
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其普

遍意义的。事实上，这套话语体系及由此形成的政
策逻辑和治理技术，因为下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
制约和限制，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且现代化转
型一直困难重重的东方国家来说，同样具有内在的

特殊性：（１）从１７世纪开始的西方从传统向现代的
社会大转型，是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
的推动下内生的。如果说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
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从而为资本
主义制度的登场开辟了道路，那么，以英国为代表
的工业革命则在推动工业和技术进步的同时，建立
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而科学革命则像科恩
所说的促成了“信仰的转变”③……这一切从各个
方面促成了西方社会形态的整体改变，即实现了传
统向现代的转型。尽管这种转型的意义怎样估量
都不为过，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历史样态，甚至只是
一种发展经验的“偶然”④，起码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和发展基础，与中国这样的最初只是在西方的推动
下才迈入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完全不同。因此，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发展国家来说，其历史
意义可能都是“特殊的”。（２）尽管西方社会建设理
论最初形成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大转型，或者说形
成于法国大革命后因秩序危机而导致的社会紊乱，

与中国社会现在所面临的因转型而带来的秩序紊

乱状态十分相似，但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在这种转型
完成之后的近百年间仍然获得了充分而空前的发

展，这使得其基本的立场、理论的内涵、面对的主要
问题以及处理问题时能够凭借的资源和手段都与

现今的中国社会迥然不同。如果说，在前一点上，
我欲图申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可能与西方社会
不尽相同，因此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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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讨论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一些议题时，我曾以相似的观点谈
论过：如果说，先前的发端于西方的“中国研究”以及各种不同
的区域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都是通过将
中国或东方的普遍性特殊化，同时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形
成的；那么，在力求“还原西方普遍性话语的特殊性”的同时，我
们一样有必要揭示或承认自己的普遍性的一面。否则，中国
或东方就只能永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周晓虹：《“中国
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载《学术月刊》，２０１０（９）〕。

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如秦晓就曾借哈贝马斯的语言说：中国
社会的转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作为一
种回应，金耀基写道，“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文明秩序已倾圮解
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
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转自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第

１—２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Ｉ．Ｂ．Ｃｏｈｅ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１０．
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见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第４５５页，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



设事业来说未必百分百地合适，那么在后一点上，
我则欲图说明，即使中西方的发展道路在某些方面
或某些领域基本相似，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也处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此，相对来说更加现代的、
工业化的甚至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对于

中国而言，起码在时空维度上依旧是“特殊的”，或
者说其普适性是有限度的。
这样看来，在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毫

无疑问，一方面应该努力借鉴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
一的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但另一方面，这种借鉴并
不是没有应用限度的。具体说来，中国可以从西方
社会建设理论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两个

方面来理解这种应用限度：
其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是西方世界在自己迈

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社会秩序的紊乱、市场和
资本的侵蚀、阶级矛盾的激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
冲突、共同体与个人诉求的紧张以及价值观和信仰
危机所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通过调整社会
政策和社会福利，形成的一整套涉及合理配置社会
资源、促进社会公正、调整利益格局、缓解社会矛
盾、动员社会力量、改善国民生活的综合性和应用
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些理论本身是西方各国在
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的困窘、矛盾和应对措施的历
史反映。因此，它对发展中的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建
设既具有借鉴意义，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其二，中国的社会建设是由进入２１世纪后中

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所决定的。而这样一种现实，也
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建设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国家的

社会建设有着明显的差异：（１）不仅社会主义中国
的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和推进的，而且也因
此使得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开始就有着十分鲜明的

国家色彩。例如，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它是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执政能力而被表述的①，所
以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景观”的社会建设，说到底就
是一种执政党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推进的治国

策略。（２）中国提出“社会建设”的战略构想有着自
己完全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或者说有着自己完
全独特的“国情”。具体说来，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在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
成就，同时因为市场化的改革引发大量新老社会矛
盾和社会问题凸显的转型大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宏
大治理策略和“新改革共识”。② （３）中国的社会建

设也有着因为上述两个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特定而

具体的内涵或重点，以及其所面临的独特的制度瓶
颈。那么，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或重点究竟是
什么呢？这就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以改
善民生为重点”③。而在改善民生的背后，社会建
设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突破迄今为止仍然刚性十

足的“体制性”瓶颈④。显然，正是因为现有“体制”
的不完善，才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使得本应迎
刃而解的“民生”反倒成为大问题。
既然上述三点都决定了中国社会建设的特殊

性或者说与西方社会建设的差异性，这就决定了中
国无法全盘或单纯地“移植”或“借用”西方现成的
社会建设理论与经验。如此，借用或考量西方社会
建设理论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是
探索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的理论任务之一，也应当
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觉承担的一项历史使命。

三、探寻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或思维探索，研究、分析与
吸收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尽管具有独立自成的理论

价值和学术意义，但其更为现实的价值和深远的意
义则表现为如何通过对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

和解读，为中国社会建设提供更为广阔的设计思路
和政策依据，同时探索出一条既能够与世界现代化
的常规道路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的中
国道路。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社会建设”一词的盛行始

于２００４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但事实上这一概
念早在１９１０年代和１９３０年代就曾两度流行。⑤

１９１７年，在张勋复辟之后，孙中山有感于中国民主
政治建设的缺失，撰写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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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其后收入《建国方略》，构成了他关于国家建设
基本构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５年，孙本文
在《社会学原理》中专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
节，并于次年写成“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
题”，再作深入探讨。① 不仅在１９４３年，孙本文主持
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
第七次年会，而且在１９４４年他更是联合中国社会
学社和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自
任主编，连续多年探讨社会建设问题②，并最终“确
立了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体系”③。
作为一种国家的宏观战略选择，当代中国“社

会建设”的提出，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届领导人心
血来潮的偶然，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后形成
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共识。仔细考察从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年的历史，在短短不过五六年的时间里，以党
的两次代表大会和多次中央全会这样的力度、密度
讨论“社会建设”这样的政治和经济以外的论题，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它在相当的程度
上说明，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探索，中国
共产党不但摒弃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到极致
的“斗争哲学”，而且对单纯的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
和谐稳固发展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
种认识的形成，既与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整个国
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更与经过二十余年的
努力，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以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快速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奇迹”，同时又因为
面临新的难题或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不无

关联。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将“社会建设”提上执政党

和国家的发展议程，与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后尤其是改
革开放后所选择的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就
是说，强调或重视社会建设，既是迫切需要解决由
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所带来的一系列与成功

相伴随的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和推进所谓中
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
经常谈论的所谓“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
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
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
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的乔舒亚·雷默
提出的“北京共识”。④ 雷默使用“北京共识”的意图
非常明显，即用这一概念取代先前建立在以资本和
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

识”，或起码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确立另一种发展
模式。尽管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所走的
道路已经能够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所以他们
代之以“中国模式”甚至更为谨慎的“中国经验”），
但相当多数的人认为中国的一切与西方国家的发

展道路确有不同。可以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

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
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

理模式”⑤。
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讨论文献称

得上汗牛充栋，尽管论及其基本特点的表述各异，
但一般认为都包括以下诸点：（１）有一个强有力的
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２）具有较大柔
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３）经济改革
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４）坚持
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
主义。⑥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
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
控。”⑦这些构成“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发展
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经济奇迹———不仅中国经济自１９７８年起连续
以９％—１０％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中国已经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而且
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开始引领古老的中国迈入中华

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之中。
不过，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自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人们也开始注意到，
“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
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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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给我国
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
盾和问题”①。而且，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矛盾和问
题多数也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那些特点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在关联。例如，１９９４年后，中
国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但“泛市场化”的改革和政
策思路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城乡和区域差距；
随着基尼系数的一路飙升，在少数暴富阶层和

２０％左右的中产阶级出现的同时，相当数量的普通
民众成为无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利益受损群体，
由此而生的矛盾冲突凸显。再如，由于各阶层管理
者的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得违
背市场和经济规律蛮干、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贪污
腐败等事件时有发生；而且从根本上说，由于被管
理者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缺乏对政府问责的
机制和手段，导致平时受委屈时忍气吞声，遇到突
发事件时则群体行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协调共济
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尚待时日。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或所谓

中国经验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的高
速增长，同时也形成了其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
问题，那么，这些矛盾和问题势必也从根本上决定
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或重点，以及解决问
题和矛盾时所可能面临的制度瓶颈。而清楚地意
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
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手段，才有可能在社
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先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这是我们当今应

该着力的重点。中共十七大报告将现阶段社会建
设的重点表述为“改善民生”，并具体地论述道：“必
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
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改善民
生，推动社会建设的实践目的，就是“努力使全体人
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②。应该说，从改善民生
入手来界定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或现阶段的重点，
是非常准确的。它“体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
原则，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符合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凸显了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
设的本质属性”③。

再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问题，这是我们当
今应该把握的核心。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
就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依旧刚性十足的社

会体制。所谓“社会体制”，指的是“社会领域一系
列制度安排的结构和样式，即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
内反映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职能，体现中央、地方
各层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在社会管理、公共服
务、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机制与制度的
结构和样式”④。我之所以会将社会体制作为推动
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基本的考虑是：（１）从根本上
说，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构成性原
则，它从本源上制约了一个社会的发展限度与绩
效。因此，体制的合理性和完善性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主要标志之一，没有合理与完善的社会体制，就
不可能从根本上推进社会建设。（２）中国现行的社
会体制是中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它
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有着
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受制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其
他各类体制。这一社会体制既具有社会动员和社
会控制能力强的特点，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
事件时具有较为鲜明的效率（这也是人们常说“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优越之处，在抵御“汶川地
震”和主办“奥运会”时都显示了它的威力）；但这一
体制在赋予国家和政府巨大权力的同时，限制了社
会的生存和行动空间，也必然带来了底层活力不
足、封闭性强等弱点。（３）因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体
制尚未能很好地处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
理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而
这些二元结构恰好构成了社会不和谐的问题所

在。⑤ 其实，说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瓶颈，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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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底是因为：一方面，正是这些体制弊端阻碍了社
会建设向前推进，成了中国实现建设和谐社会这场
伟大战役的攻坚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些体制弊
端所具有的刚性特点带来了攻坚的难度。
寻找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

要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的社会状况，着力解决社会
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同时努力突破影响社会建
设顺利推进的制度瓶颈。就解决社会建设中的重
点问题即“民生”问题而言，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了六项基本内容———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
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
会管理等，而诸多民生问题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恐怕
就是收入分配问题。正是因为收入分配的差距太
大，才使得低收入阶层无法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无法做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也才使得整个社会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变得困
难起来。而就突破影响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瓶颈
而言，最根本的应该是“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
新”，具体说来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
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社会服
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
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

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①。在这
里，强调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既
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现实，也是为了
表明一如党和政府有责任推动经济发展一样，也有
责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像郑永年所说：“中国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策划。同
样的，解决由市场经济引出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国家
的任务。”②如果真能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③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那就能够
打破社会建设的体制性瓶颈，真正克服当代中国社
会建设中的公共性困境④，建设一种和谐而有活力
的现代公民社会。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
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０５＆ＺＤ０３７）的阶段
性成果〕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１－０２－２０。

②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第１６９页，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０。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

④　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

观机制分析的视角》，载《学术月刊》，２０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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